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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丹源于东胡族系，活动于辽西地区，至唐后期开始崛起，逐渐统一了周边少数民族，建

立了辽国，重新形成了北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南北对峙的局面。契丹族对古代中国乃至整

个欧亚大陆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契丹文化因之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契丹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主要集中在辽建国之后，对辽建国之前的考古学文化，

尤其对契丹早期墓葬的研究比较薄弱。契丹早期墓葬大体是指分布在契丹活动范围内的辽

建国以前的契丹人墓葬〔１〕。这些墓葬与辽建国之后的契丹墓葬有所区别，更多地显示出契

丹族的传统文化因素和游牧文化色彩，属于契丹墓葬制度的形成阶段。建辽后，契丹墓葬制

度发生了深刻变化，但部分辽初契丹墓仍沿用早期墓葬的形制，随葬契丹人在建辽前习用的

器物。为了更加清晰完整地探讨契丹早期墓葬的基本形制与文化特征，我们将这类墓葬也纳

入契丹早期墓葬的研究中。

一　考古发现与研究

从考古发现来看，契丹早期墓葬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与辽宁中西部，在内蒙古呼伦

贝尔与黑龙江大庆等地发现的唐代墓葬中也出土有契丹或契丹风格的器物。这些墓葬也被

认为与契丹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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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考古学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般不会随着政治或文化的突发事件而发生遽变。辽早中期的部分契丹墓继承
了辽建国前契丹墓的文化特征，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因此，所谓的契丹早期墓葬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内蒙古通辽地区发现了几座出土篦纹陶器的墓葬〔１〕。乌斯吐墓

位于通辽角干镇乌斯吐村北，墓葬为火葬墓，东南－西北向，墓坑风蚀严重，墓底残存骨灰、木

炭等灰烬，骨灰之上覆盖几层桦树皮，出土物有大口夹砂陶罐、泥质陶罐、六瓣瓜棱陶壶、铁

刀、铁匕、磨石等。乌日根塔拉墓位于扎鲁特旗鲁北镇乌日根塔拉村南，该墓为竖穴土坑墓，

南北向，出土有盘口陶壶、陶瓶、铁刀等遗物。荷叶哈达墓位于扎鲁特旗鲁北镇荷叶哈达村

东，该墓是一座石棺墓，石棺四壁用石板立砌而成，底部铺三块石板，尸骨葬，仰身直肢，头向

北，石棺内发现羊骨和羊角，随葬品有大口夹砂陶罐、瓜棱陶壶、陶瓶、铁刀、铁矛等。库伦扣

河子镇秦家沟西北一条黄土沟中发现大口夹砂罐和泥质陶壶各一件，根据发现地点周围遗迹

状况，推测这两件器物出自一座墓葬。上述墓葬所出大口罐、盘口瓜棱壶、鼓腹罐、长颈壶等

陶器，属于典型的契丹器物，器表上的篦纹是契丹器物的习见纹饰，而墓葬与出土物均具有较

原始的特征。张柏忠对上述墓葬所出器物进行了类型学分析，探讨了各类器物的发展序列，

并对墓葬族属和年代进行了探讨，结论是“这批墓葬是契丹人的墓葬，……荷叶哈达墓葬当在

唐代前期，乌斯吐、秦家沟墓葬的时代当在唐代中、前期，乌日根塔拉墓当在唐代晚期”〔２〕。

张柏忠较全面地探讨了当时已知的契丹族早期墓葬，尤其对契丹典型器物的类型学分析，奠

定了早期契丹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乔梁认为张柏忠对上述契丹早期墓葬的断代存在偏

早的倾向，他认为乌斯吐墓和乌日根塔拉墓的年代在建辽前夕，荷叶哈达墓的年代略早，但不

会早到唐前期〔３〕。

呼斯淖墓位于内蒙古科左后旗甘旗卡镇东４０公里。该墓为土坑竖穴墓，无葬具，仰身直

肢葬，头向北，尸骨左侧有一具羊骨。出土器物有陶盘口壶、鸡冠壶、扁壶、瓜棱壶、盖罐，铁

剑、铁镞，马具等。张柏忠认为墓中所出黄釉盘口壶上的锯齿形堆纹与李静训墓所出青瓷小

罐的装饰风格相同，壶的釉色和壶颈部的凸弦纹都有唐代装饰风格。鸡冠壶的形态与唐开

元、天宝年间的瓷仿皮囊壶相似，扁壶、盖罐和瓜棱壶均具有唐代及其以前的装饰风格。墓中

出土的铜镜、铁釜、铁剑的形制或纹饰也具有隋唐时代风格，因此他将呼斯淖墓的年代定为唐

末〔４〕。乔梁亦认为该墓年代也在建辽前〔５〕。

塔布敖包 Ｍ１、Ｍ２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巴尔台苏木西南，均为竖穴土坑石棺墓。Ｍ１石

棺两侧壁用石板平砌而成，前端竖置一石板，后端开放，底部平铺一层石板。尸骨葬于石棺

内，仰身直肢，头向北。随葬器物有陶小口长颈罐、盘口壶、大口罐、碗，骨簪、骨管，铁斧、铁

刀，玛瑙饰件、料石、料珠等，另有羊头骨、羊肢骨、羊矩骨等。Ｍ２石棺侧壁用石板砌成，前后

—８０２—

　 考古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１〕

〔２〕

〔３〕

〔４〕

〔５〕

哲里木盟博物馆：《内蒙古哲里木盟发现的几座契丹墓》，《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张柏忠：《契丹早期文化探索》，《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乔梁：《契丹陶器的编年》，《北方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张柏忠：《科左后旗呼斯淖契丹墓》，《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９期。

乔梁：《契丹陶器的编年》，《北方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端开放，底部铺石板，石棺内葬尸骨一具，侧身屈肢，头向北，出土高领小罐一件〔１〕（图一，１）。

Ｍ２所出高领小罐为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底部压印钱纹，形制及纹饰均与和林格尔县土

城子晚唐Ｍ５所出印纹陶罐〔２〕相近。Ｍ１所出盘口壶、小口高领壶的形制分别与和林格尔土城子

晚唐Ｍ２、Ｍ１１所出盘口陶瓶、印纹长颈罐相似。故塔布敖包墓年代应为唐晚期至辽建国前后。

巴彦琥绍墓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巴彦尔灯苏木，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尸骨葬，仰身直

肢，头向西北。出土有陶壶、铁剪刀、铁刀、铁镞、铁铃、玛瑙串珠等遗物（图一，２）〔３〕。所出Ⅱ

式壶的形态及纹饰与１９８６年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墓群出土的Ⅱ式壶〔４〕和科右中旗代钦塔拉

Ｍ３所出长颈壶〔５〕相近，从三者最大腹径与底部内凹程度看，巴彦琥绍墓陶壶年代介于后两

者之间。乔梁认为该墓年代应在辽建国前〔６〕。

三道壕墓位于辽宁辽阳北郊太子河西岸的冲积平原上。土坑竖穴墓，葬具为木棺，尸骨

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北〔７〕（图一，３）。出土有陶大口罐、陶瓜棱壶、铁刀、铜耳饰、铜指环、石珠

等器物，其中大口罐、瓜棱壶为契丹墓习见随葬品。发掘者将其年代定为辽早期。张柏忠认

为该墓年代要早到北齐至隋文帝时代〔８〕。从出土物来看，大口罐的形制与乌斯吐墓的大口

罐相近，口沿部均有四周凸弦纹，颈、肩部施多道篦纹。瓜棱壶的盘口较深，与乌日根塔拉墓、

荷叶哈达墓所出者相同。故三道壕墓的年代应为唐晚期，距辽建立不远。

沙家窑墓位于黑龙江大庆西南约８０公里。土坑竖穴墓，男女合葬，仰身直肢，头向西北，

无葬具。出土陶壶、大口罐，铁削刀，铜铃，玛瑙，绿松石珠饰等〔９〕。大口罐的形制与乌斯吐

墓、三道壕墓所出同类器相同。陶壶的形制与西乌珠尔墓群采集到的一件陶壶相近。该墓年

代为唐中晚期。

新丰砖厂墓位于黑龙江龙江鲁河乡。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单人仰身直肢葬，无葬具〔１０〕。

墓中所出Ⅱ式陶壶，形制与巴彦琥绍墓Ⅰ式壶相同，器底钱纹押记与西乌珠尔墓群８６Ｍ１所

出陶壶腹部钱纹以及大庆沙家窑所出陶壶底部钱纹相似。墓中所出陶瓜棱壶的盘口较深，形

制与乌日根塔拉墓、三道壕墓所出同类器相近。该墓的年代应为建辽前。

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遗址发现大量凸弦纹与印纹陶片，以及少量瓷片、铁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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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契丹早期墓葬
１．塔布敖包 Ｍ２　２．巴彦琥绍墓　３．三道壕墓　４．哈喇海沟墓　５．大横沟墓　６．乌珠日山墓

７．马莲屯 Ｍ１　８．马莲屯 Ｍ２　９．海洲乡 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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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骨骼等遗物。陶器经过复原有大口罐、尊、长颈壶和鼓腹罐等。大口罐的口沿部有三周凸

弦纹，口沿下和肩部分饰三周与一周水波纹，形制与荷叶哈达墓、塔布敖包墓所出者相同。长

颈壶的造型与阜新海力板墓〔１〕、敖汉旗沙子沟 Ｍ１〔２〕等辽代墓葬所出同类器相近，唯腹部饰

瓜棱纹。汪宇平通过对遗址出土物之间共存关系的考察，将这类以印纹陶为特征的遗存的年

代定为契丹时期至辽代〔３〕。北山坡遗址作为一处契丹族遗址，所出大口罐、长颈壶等典型器

物，可与上述契丹早期墓葬所出同类器相互印证，对于识别契丹早期墓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墓葬是学术界认定的辽建国前的契丹墓葬，可简单概括出它的几个主要特征。首

先，契丹早期墓葬一般为土坑竖穴墓，墓向一般为西北向或正北向。其次，葬制分尸骨葬和火

葬两种。尸骨葬多为仰身直肢葬，个别为侧身屈肢葬，头向西北或正北。葬具为木棺或石棺

等，石棺均为石板垒砌而成。最后，随葬品的种类、形制及其基本组合大致相同，多数以一般

在口沿饰凸弦纹、颈部及上腹部施篦点纹的夹砂大口罐和在下腹部施篦点纹的泥质瓜棱壶或

长颈壶为基本组合〔４〕。随葬器物除契丹族习用的大口罐、瓜棱壶、长颈壶外，还流行随葬铁

刀、铁斧、铁镞等生产工具或兵器，玛瑙串珠、绿松石珠饰、料珠、石珠、铜耳饰等装饰品，以及

马镫、马衔等马具。陶器一般放在头部周围，生产工具或兵器置于身体右侧，羊骨摆在身体左

侧。火葬习俗与大口罐、瓜棱壶、长颈壶等随葬品属于契丹传统文化因素。随葬铁制工具或

兵器、装饰品以及马具，尤其是殉葬羊骨，以及乌斯吐墓在骨灰之上覆盖几层桦树皮的做法，

则显示出鲜明的游牧文化特征。总体来看，契丹早期墓葬的墓制、葬式和随葬品都很简单，随

葬品组合比较单纯，具有浓郁的游牧文化色彩。

依据上文归纳的契丹早期墓葬的基本特征，还可以将以下墓葬推定为契丹早期墓葬。

虎吐路墓　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沙巴尔台苏木虎吐路嘎查。墓葬已遭破坏。据周围发

现的火烧人骨推测，原为竖穴土坑火葬墓〔５〕。所出陶大口罐和长颈罐的形制均与秦家沟墓

葬所出同类器接近，推测该墓也属于契丹早期墓葬。

双井沟火葬墓　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双井沟村北。地表有石块垒砌的方形茔垣，茔垣中

央有石块铺砌的方形石堆，石堆下为竖穴墓坑，坑内堆放骨灰罐。骨灰罐多在器壁施篦点纹，

并凿有若干小孔。发掘者将该墓地定为契丹遗存〔６〕。杨晶进一步认为骨灰罐上凿孔是契丹

原始葬俗的遗留，年代为辽代早期〔７〕。双井沟火葬墓的年代应在辽建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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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喇海沟墓　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大夫营子乡马连川村哈喇海沟（图一，４）〔１〕。所

出陶大口罐，颈部所饰水波纹与大庆沙家窑墓所出大口罐〔２〕相似，但形制更接近荷叶哈达墓

所出大口罐。沙家窑墓的年代为唐中晚期，荷叶哈达墓不晚于辽建立，则哈喇海沟墓的年代

亦为建辽前。

大横沟墓　位于内蒙古敖汉旗新地乡大横沟村东。砖石混筑单室墓，平面呈方形，券顶。

尸骨直肢葬，头东脚西（图一，５）〔３〕。墓中所出瓜棱壶的形态及纹饰与呼斯淖墓所出几乎完

全相同；陶大口罐的形制接近西乌珠尔墓群所出同类器。乔梁认为大横沟墓与阜新南皂力营

子 Ｍ１〔４〕年代基本相当或略早，而后者年代与耶律羽之墓〔５〕（９４２年）相当或略早，则大横沟

墓的年代应在建辽前后〔６〕。

乌珠日山墓　为方形石砌单室墓（图一，６）〔７〕，形制与宁城县小塘土沟 Ｍ１〔８〕、巴林右旗

敖包恩格尔墓〔９〕相同，与哈喇海沟墓呈圆角方形相比，年代可能略晚。

柳条沟 Ｍ１　位于辽宁北票市西官营子乡柳条沟村西，为小型砖筑火葬墓，葬具为木

匣〔１０〕。所出陶大口罐，颈部内壁不是内弧形，而是内凸的尖角形，与虎吐路墓相似，整体形态

及纹饰则与乌斯吐墓大口罐比较接近。陶鼓腹罐形制与乌斯吐墓、呼斯淖墓出土同类器相

同。Ｍ１所出陶罐颈部饰水波纹。这种纹饰也见于朝阳市二三四医院隋唐墓 Ｍ３出土Ｂ型陶

罐〔１１〕上，但 Ｍ１所出陶罐的形制与所饰水波纹，更接近哈喇海沟墓所出大口罐。因此，柳条沟

Ｍ１的年代约为建辽前后。

水泉沟墓　位于辽宁省阜新县国华乡水泉屯，圆形石室墓，方向１６５度。墓壁采用当地

天然薄石板垒砌，叠涩起券成穹隆顶〔１２〕。从墓中出土的“真子飞霜”铜镜、白瓷碗碟等器物来

看，该墓的年代为唐末辽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辽宁康平陆续发现一批契丹墓葬〔１３〕。胜利乡马莲屯 Ｍ１为长方形竖

穴土坑墓，尸骨仰身直肢葬，头向北。出土物包括篦点纹陶罐、小铁刀等，墓坑头箱两侧置一

堆羊骨（图一，７）。马莲屯Ｍ２的墓制、葬式与Ｍ１相同，出土陶壶和双鱼铜牌饰（图一，８）。在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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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小塘土沟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右旗敖包恩格尔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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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永谦：《北票柳条沟辽墓》，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辽》（三），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自来水管道工地墓葬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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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莲屯 Ｍ１东３０米处发现骨灰罐遗迹。罐呈鼓形，通身施滚轮压印篦齿纹。海洲乡 Ｍ１为石

筑方形单室墓，尸骨葬，头向北。出土有陶砚、陶壶、马辔饰等。海洲乡 Ｍ２为长方形单室砖

墓，尸骨葬，头向北。出土有陶壶。海州乡 Ｍ３为方形单室砖墓，尸骨葬，葬式不明（图一，９），

征集到陶壶一件，形制与海州乡 Ｍ２所出陶壶相似。沈阳窝堡墓为石筑方形单室墓，征集到

陶壶一件。沙金台乡万宝营子墓为石筑单室墓，墓壁用石板立砌而成，底铺石板，上部用石板

覆盖。尸骨葬，头向北。出土陶壶等器物。马架子墓为石筑方形单室墓，墓底铺石板，墓顶形

制不明。尸骨葬，葬式不清。出土器物有陶壶、铁刀、铁镞等。柳树屯乡泥马窝堡墓为鼓形罐

盛骨灰葬，罐体遍施篦齿纹，有盖。方家屯乡后旧门墓亦为鼓形罐盛骨灰葬，罐为泥质灰陶，

子母口，原盖已碎。张少青认为这批墓葬属于契丹人遗存，但对各墓年代的判断值得商榷。

从葬制葬俗及随葬品形制来看，这批墓葬与西辽河流域的契丹早期墓葬有相似性，基本上都

属于契丹建辽前的遗存，个别墓葬的年代可能晚至辽初。

除上述墓葬外，内蒙古东南部还发现一批辽初墓葬，如南皂力营子 Ｍ１、西水地墓〔１〕、沙

子沟 Ｍ１、克什克腾旗二八地 Ｍ１〔２〕等，所出瓜棱壶、长颈壶等器物保留着契丹早期陶器的风

格。内蒙古呼伦贝尔西乌珠尔墓群、甘珠尔花墓群〔３〕等，所出陶大口罐与长颈壶具有鲜明的

契丹风格，故可将这两类器物作为契丹早期墓葬研究的重要参照物。

二　陶器的类型学分析

契丹早期墓葬所出器物的种类与组合较为简单，陶器主要包括大口罐、鼓腹罐、鼓形罐、

长颈罐、瓜棱壶、长颈壶、束颈壶、小口壶、鸡冠壶、扁壶、碗、砚等〔４〕，其中罐与壶是最基本的

器物组合。

１．大口罐　早期契丹民族习见的生活器皿。其基本形态为侈口，束颈，鼓腹，凹底或平

底，口径大于底径。纹饰施于口沿、颈部与上腹部，其种类主要有篦点纹、水波纹、口沿外部附

加泥条或拉坯形成的凸弦纹等。依据颈部与腹部形态的不同，可分三型。

Ａ型：长颈，颈部内突呈弧形，口径与腹径相等或略大于腹径，鼓腹，颈部饰凸弦纹一至四

周。以颈部的最小径为分界，Ａ型大口罐的上部高度与下部高度的比例大致为１∶２。

沙家窑墓所出大口罐口沿饰四周凸弦纹，长颈，凹底，年代大致为唐中期。哈喇海沟墓出

土的大口罐颈稍短，口沿饰二周凸弦纹，肩施一周凸弦纹，平底。塔布敖包 Ｍ１大口罐口沿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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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大口罐
１－３．Ａ型Ⅰ式（乌斯吐墓 Ｍ１∶１、沙家窑墓、荷叶哈达墓 Ｍ１∶１）　４、５．Ａ型Ⅱ式（哈喇海沟墓、林东街北

山坡遗址）　６、７．Ａ型Ⅲ式（塔布敖包 Ｍ１∶３、海力板墓 Ｍ１∶４）　８．Ｂ型Ⅰ式（西乌珠尔墓群采集）　９．Ｂ
型Ⅱ式（大横沟墓 Ｍ１∶２）　１０．Ｃ型Ⅰ式（西乌珠尔 Ｍ２）　１１、１２．Ｃ型Ⅱ式（柳条沟 Ｍ１、虎吐路墓）

　

三周凸弦纹，腹部一周凸弦纹，下腹部内收成平底，近似台形。形制与海力板墓所出大口罐相

同，后者口沿饰三周凸弦纹，腹饰二周凸弦纹，近台形。海力板墓的年代与赤峰大营子萧沙姑

墓〔１〕的年代（９５９年）相当，或稍早。因此，依据凸弦纹所施位置、数量和器底形态的变化，

可分三式。

Ⅰ式：凹底，口沿饰四周凸弦纹。如沙家窑墓、乌斯吐墓、荷叶哈达墓、三道壕墓所出大口

罐（图二，１－３）。

Ⅱ式：平底，或稍内凹，口沿部饰二至三周凸弦纹，肩饰凸弦纹。如哈喇海沟墓、林东街北

山坡遗址出土的大口罐（图二，４、５）。

Ⅲ式：平底近似台底，口沿部饰三周凸弦纹，腹饰一至二圈凸弦纹。以塔布敖包 Ｍ１、海力

板墓所出大口罐为代表（图二，６、７）。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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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型：长颈，颈部内束呈弧形，口径明显大于腹径，腹稍鼓或近似筒形腹。有两件分别出

土于西乌珠尔墓群和大横沟墓。西乌珠尔墓群经碳十四测定（树轮校正），年代大体相当于唐

中期。大横沟墓的年代相当于辽建国前后。依据腹部形态的变化，可分二式。

Ⅰ式：腹部稍鼓。如西乌珠尔墓群采集品（图二，８）。

Ⅱ式：腹部鼓起程度小于Ⅰ式，近似筒形腹。如大横沟墓 Ｍ１∶２（图二，９）。

Ｃ型：短颈，口部与肩部紧连，颈部极短，内束处呈窄弧形或折角形。仍以颈部最小径为

界，其上部高度与其下部高度的比例约为１∶４。西乌珠尔墓群９５ＣＸＭ２所出大口罐，长弧

腹，凹底，年代大致为唐中期。秦家沟征集到的大口罐，腹部变鼓，底部内凹程度小，年代为辽

建国前夕。依据腹部与底部形态的变化，可分二式。

Ⅰ式：束颈较粗，近斜腹，深凹底。如西乌珠尔墓群９５ＣＸＭ２出土的大口罐（图二，１０）。

Ⅱ式：束颈较细，鼓腹较Ⅰ式更明显，浅凹底。如秦家沟墓、柳条沟 Ｍ１、虎吐路墓所出大

口罐（图二，１１、１２）。

２．瓜棱壶　契丹族极具特色的一类器物，在圆鼓腹部施竖向瓜棱纹，故得名。瓜棱壶流

行年代较短，大致为契丹建国前后的百余年时间。包括泥质灰陶和泥质磨光黑陶两类，多侈

口，卷沿，束颈，溜肩或鼓肩，鼓腹，凹底或平底。除瓜棱纹外，通常在颈部或肩部施一至二周

凸棱纹，在近底部施篦点纹。冯恩学按瓜棱壶的口部形式将之分为漏斗形口和盘形口两

型〔１〕。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遗址曾发现一件细长颈瓜棱壶，口部形态为喇叭口，与前两型

瓜棱壶明显不同。故按口部形态，可分三型。

Ａ型：喇叭口。口沿稍外卷。如乌斯吐墓、呼斯淖墓、大横沟墓、水泉沟墓、南皂力营子

Ｍ１、西水地墓等墓葬所出瓜棱壶。前四座墓的年代大致为唐末至辽建国前后，所出瓜棱壶颈

粗，器形略显肥硕。南皂力营子 Ｍ１与耶律羽之墓大致同时代，属于辽初。西水地墓的年代

为辽早期。两墓所出瓜棱壶颈细，器形稍显瘦长。依据颈部的变化，可分二式。

Ⅰ式：粗颈。如乌斯吐墓、呼斯淖墓、大横沟墓、水泉沟墓、林西锅撑子山〔２〕所出瓜棱壶

（图三，１－４）。

Ⅱ式：细颈，颈部与器型均较Ⅰ式瘦长。如南皂力营子 Ｍ１和西水地墓所出瓜棱壶（图

三，５、６）。

Ｂ型：盘口。盘口的深浅不同，底部形态也有变化。荷叶哈达墓与乌日根塔拉墓所出盘

口瓜棱壶具有典型性，皆深盘口，凹底。三道壕墓所出瓜棱壶，从器物剖视图看，与Ａ型喇叭

口相似。但从器物正视图来看，口部有明显弧度，形态与荷叶哈达墓所出的同式瓜棱壶非常

接近，故将其定为盘口型。上述墓葬的年代约为唐晚期，下限可能晚至唐末。塔布敖包 Ｍ１

出土Ａ型Ⅲ式大口罐，年代晚于出土Ａ型Ⅰ式大口罐的荷叶哈达墓、三道壕墓。该墓所出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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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瓜棱壶
１－４．Ａ型Ⅰ式（呼斯淖墓、大横沟墓 Ｍ１∶１、水泉沟墓、林西锅撑子山采集）　５、６．Ａ型Ⅱ式（南皂力营子 Ｍ１、西水地

墓）　７、８．Ｂ型Ⅰ式（乌日根塔拉墓 Ｍ１∶１、新丰砖厂墓）　９．Ｂ型Ⅱ式（塔布敖包 Ｍ１∶１）　１０、１１．Ｂ型Ⅲ式（沙子沟墓

Ｍ１∶３、二八地 Ｍ１）　１２．Ｃ型（林东街北山坡遗址采集）

　

口瓜棱壶，浅盘口，平底，造型与深盘口瓜棱壶稍有不同。沙子沟墓与二八地 Ｍ１的年代均为

辽初期，所出瓜棱壶形态相似，盘口、颈与底均与上述墓葬所出瓜棱壶有所不同。因此按盘口

与底等部位形态的变化，可分三式。

Ⅰ式：盘口较深，粗颈，溜肩，凹底。如三道壕墓、荷叶哈达墓、乌日根塔拉墓、新丰砖厂墓

所出瓜棱壶（图三，７、８）。

Ⅱ式：盘口较浅，粗颈，鼓肩，平底。如塔布敖包 Ｍ１所出瓜棱壶（图三，９）。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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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式：盘口较Ⅰ式浅，较Ⅱ式深，盘口斜收成细颈，鼓肩，底台形或近似圈足。如沙子沟

墓、二八地 Ｍ１所出瓜棱壶（图三，１０、１１）。

Ｂ型瓜棱壶各式之间的演变规律为盘口由深变浅，颈部由粗变细，溜肩变为鼓肩，器身的

重心逐渐上移，底部则由凹底向平底再向台形（或近似圈足）演变。

Ｃ型：直口。口沿微卷，细长颈。如巴林左旗林东街北山坡遗址所出瓜棱壶（图三，１２）。

３．束颈壶　形制与瓜棱壶基本相同，唯腹部无瓜棱纹。依据口部形态，可分二型。

Ａ型：喇叭口。西乌珠尔墓群出土的两件均为凹底，年代相当于唐中期。乌珠日山墓、水

泉沟墓、柳条沟 Ｍ１、海洲乡 Ｍ１所出束颈壶，均为台形底，个别为凹底，年代大致为唐末至辽

建国前后。依据底部形态变化明显，可分二式。

Ⅰ式：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凹底。颈部或肩部有一至二周凸棱纹，下腹部施篦点纹。

如西乌珠尔墓群出土的束颈壶（图四，１、２）。

Ⅱ式：形制与Ⅰ式基本相同，假圈足，平底，微凹。纹饰较Ⅰ式简略，草率。如乌珠日山

墓、水泉沟墓、海洲乡 Ｍ１、柳条沟 Ｍ１所出束颈壶（图四，３－５）。

Ｂ型：盘口。形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底部与口部，可分二式。

Ⅰ式：盘口较深，颈短，凹底。下腹部施篦点纹。如新丰砖厂墓和巴彦琥绍墓所出两件束

颈壶（图四，６、９）。

Ⅱ式：盘口较浅，颈变长，台底或圈足，底内凹。如呼斯淖墓、海力板墓与耶律羽之墓所出

束颈壶（图四，７、８）。

新丰砖厂墓和巴彦琥绍墓所出Ｂ型Ⅰ式束颈壶，深盘口，凹底，年代为建辽前。耶律羽之

墓所出Ｂ型Ⅱ式束颈壶，盘口变浅，圈足，年代属辽代前期。Ｂ型束颈壶的质地，Ⅰ式均为陶

质，呼斯淖墓与海力板墓所出Ⅱ式均为釉陶，耶律羽之墓所出Ⅱ式则为瓷器。呼斯淖墓与海

力板墓的年代稍早于耶律羽之墓，故Ｂ型束颈壶除形态变化，还存在质地由陶器向釉陶再向

瓷器的变化。

４．长颈壶　契丹族的习用器。建辽前的长颈壶均为泥质灰陶或磨光黑陶，一般在颈部与

肩饰二至三周凸棱纹，下腹施较密集的篦点纹。辽建国后出现釉陶。依口部形态，可分二型。

Ａ型：直口，卷沿，细长颈，深鼓腹，平底或凹底。大横沟墓与林西县锅撑子山遗址所出的

长颈壶〔１〕，年代为建辽前后。南皂力营子 Ｍ１的年代与耶律羽之墓（９４２年）相当或略早。海

力板墓所出提梁式鸡冠壶和耳瓷壶的形态分别晚于耶律羽之墓和南皂力营子 Ｍ１所出同

类器，而单穿鸡冠壶、圆腹瓷罐、釉陶小罐、花口盘等器物的形态与萧沙姑墓所出同类器相似，

—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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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束颈壶
１、２．Ａ型Ⅰ式（西乌珠尔墓群）　３－５．Ａ型Ⅱ式（乌珠日山墓、水泉沟墓、

柳条沟 Ｍ１）　６、９．Ｂ型Ⅰ式（新丰砖厂墓、巴彦琥绍墓Ｅ８００２∶３）　７、８．Ｂ
型Ⅱ式（耶律羽之墓、呼斯淖墓）

　

故海力板墓年代大体接近萧沙姑

墓（９５９年）〔１〕，晚于南皂力营子

Ｍ１。沙子沟 Ｍ１出土单孔有突型

鸡冠壶，属辽穆宗时期（９５１－９６９

年），但晚于海力板墓〔２〕。陈国公

主墓的埋葬年代为圣宗开泰七年

（１０１８年）。库伦 Ｍ３的年代相当

于圣宗末期。依据 Ａ型长颈壶的

腹部与底部形态的变化，可分三

式。

Ⅰ式：器形较肥硕，凹底，泥质

陶，下腹施较宽的篦点纹带。如大

横沟墓、林西锅撑子山、南皂力营

子 Ｍ１所出长颈壶（图五，１－３）。

Ⅱ式：器形较肥硕，内凹底或

平底，釉陶。如海力板墓出土褐釉

与沙子沟 Ｍ１出土墨绿釉长颈壶

（图五，５、７）。

Ⅲ式：器形较修长，平底，釉

陶。如陈国公主墓和库伦Ｍ３出土

的绿釉长颈壶〔３〕（图五，４、８）。

Ｂ型：侈口，卷沿，鼓腹，凹底或

平底。西乌珠尔墓群与沙家窑墓

分别采集和出土有Ｂ型长颈壶，年

代为唐中、晚期。乌日根塔拉墓与巴彦琥绍墓也出土Ｂ型长颈壶，年代为建辽前。然乌日根

塔拉墓所出者颈较粗，颈部形态近似西乌珠尔墓群所采集到的Ｂ型长颈壶，底径也较大。巴

彦琥绍墓所出者颈细，底径小而平，形态上更接近于法库叶茂台 Ｍ７〔４〕、抚顺光明街 Ｍ２〔５〕所

—８１２—

　 考古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１〕

〔２〕

〔３〕

〔４〕

〔５〕

乔梁：《契丹陶器的编年》，《北方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冯恩学：《辽墓初探》，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１９９５年。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７年第１１期；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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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长颈壶
１－３．Ａ型Ⅰ式（大横沟墓 Ｍ１∶４６、林西锅撑子山采集、南皂力营子 Ｍ１）　４、８．Ａ型Ⅲ式（库伦 Ｍ３、陈国公主墓

Ｑ２）　５、７．Ａ型Ⅱ式（沙子沟 Ｍ１∶６、海力板墓 Ｍ１∶２３）　６．Ｂ型Ⅰ式（西乌珠尔墓群采集）　９．Ｂ型Ⅱ式（乌日

根塔拉墓 Ｍ１∶２）　１０－１２．Ｂ型Ⅲ式（巴彦琥绍墓Ｅ８００２∶２、Ｅ８００２∶１、叶茂台 Ｍ７）

　

出同型长颈壶。后两者约为辽圣宗时期。所以乌日根塔拉墓所出长颈壶为Ｂ型较早形式，巴
—９１２—

毕德广、魏　坚：契丹早期墓葬研究 　



彦琥绍墓所出者为较晚形式。依据器口、颈与底等部位形态的变化，可分三式。

Ⅰ式：器形矮胖，侈口，颈较粗，溜肩，圆鼓腹，深凹底。腹部最大径在腹的中部，器身重心

比较靠下。如西乌珠尔墓群和沙家窑墓所出长颈壶（图五，６）。

Ⅱ式：器形较Ⅰ式长，溜肩，鼓腹，浅凹底。如乌日根塔拉墓所出长颈壶（图五，９）。

Ⅲ式：器形修长，小侈口，细颈，鼓肩，浅凹底或平底。腹部最大径靠近肩部，器身重心上

移。辽建国前后有巴彦琥绍墓出土的两件长颈壶；辽早、中期有叶茂台Ｍ７和光明街Ｍ２所出

长颈壶（图五，１０－１２）。

长颈壶形态的变化比较明显，由较肥硕向修长演变，Ｂ型颈部由粗变细最为明显；肩部由溜

肩逐渐变为鼓肩；凹底由深到浅，逐渐变成平底，最后为圈足；陶质由泥质向釉陶和瓷器转变；纹

饰则由篦点纹为主，变为素面或釉色装饰。辽中期前后，陶质长颈壶被瓷质长颈瓶取代。

５．鼓腹罐　基本形制是在鼓腹之上加竖颈，有明显的卷沿，纹饰以篦点纹为主，全部施于

下腹部。依据其口部形态，可分二型。

图六　鼓腹罐
１、２．Ａ型Ⅰ式（柳条沟 Ｍ１、呼斯淖墓）　３、４．Ａ型Ⅱ式（萧沙姑墓、代钦塔拉 Ｍ３∶

１８４）　５．Ｂ型Ⅰ式（乌斯吐墓 Ｍ１∶３）　６、８、９．Ｂ型Ⅲ式（马莲屯 Ｍ１、余粮堡墓、马

莲屯 Ｍ１）　７．Ｂ型Ⅱ式（塔布敖包 Ｍ２∶１）

Ａ型：直口，直颈。柳条沟 Ｍ１、呼斯淖墓出土Ａ型鼓腹罐的年代为建辽前。萧沙姑墓和

代钦塔拉 Ｍ３所出Ａ型鼓腹

罐形态相同，属于辽早期。

根据它们的相对早晚关系，

结合 Ａ 型鼓腹罐底部形态

的变化，可分二式。

Ⅰ式：鼓肩，下腹弧收，

凹底或平底。柳条沟 Ｍ１和

呼斯淖墓所出三件鼓腹罐均

为泥质灰陶，素面或下腹部

施篦点纹（图六，１、２）。

Ⅱ式：溜肩，球形腹，下

腹弧收程度大于Ⅰ式，圈足。

如萧沙姑墓和代钦塔拉 Ｍ３

所出的白釉和绿釉鼓腹罐

（图六，３、４）。

Ｂ型：侈口，束颈。乌斯

吐墓与塔布敖包 Ｍ１分别出

土Ａ型Ⅰ式和 Ａ型Ⅲ式大

口罐，乌斯吐墓的年代早于

塔布敖包 Ｍ１。塔布敖包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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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长颈罐、大口壶
１．Ａ型Ⅰ式长颈罐（甘珠尔花 Ｍ１）　２、３．Ａ型Ⅱ式长颈罐（万宝营子墓）　４．Ｂ型长颈罐（塔布敖包 Ｍ１∶２）　５．Ａ型

Ⅰ式大口壶（西乌珠尔墓群）　６、７．Ａ型Ⅱ式大口壶（林东街北山坡遗址、林西锅撑子山）　８．Ａ型Ⅲ式大口壶（甘珠尔

花 Ｍ３）　９、１０．Ｂ型大口壶（秦家沟墓－秦１６０１、虎吐路墓－沙５Ｍ１∶２）

　

Ｍ１、Ｍ２的年代应相同，则乌斯吐墓的年代早于塔布敖包 Ｍ２。余粮堡墓出土单孔无突型鸡冠

壶〔１〕，年代大致在世宗至景宗时期〔２〕。该墓所出鼓腹罐的形制与塔布敖包 Ｍ２所出者相近，

唯底部为台形。依底部形态，可分三式。

Ⅰ式：凹底，鼓肩，鼓腹。如乌斯吐墓所出鼓腹罐（图六，５）。

Ⅱ式：平底，溜肩，突鼓腹。如塔布敖包 Ｍ２所出鼓腹罐（图六，７）。

Ⅲ式：台底，溜肩，圆鼓腹。如余粮堡墓与马莲屯 Ｍ１所出鼓腹罐（图六，６、８、９）。

６．长颈罐　在颈部或肩部施一至数周凸棱纹，肩部以下施篦点纹，整体形态与Ａ型Ⅱ式

束颈壶和Ｂ型Ⅰ式长颈壶有相似之处。依据其颈部的形态，可分二型。

Ａ型：束颈，颈部剖面呈倒梯形。荷叶哈达墓所出长颈罐的腹部以下残，从腹部以上的形

态来看，其形制应与甘珠尔花 Ｍ１所出者相似，年代为辽建国前。万宝营子墓所出两件长颈

罐，底部为台形。从大口罐、束颈壶与鼓腹罐等器物的底部由凹底向台形底演变的规律来看，

这两件器物的年代显然晚于荷叶哈达墓与甘珠尔花 Ｍ１所出者。依据底部形态，可分二式。

Ⅰ式：溜肩，鼓腹，凹底。如荷叶哈达墓、甘珠尔花 Ｍ１所出长颈罐（图七，１）。

Ⅱ式：鼓肩，圆鼓腹，台形底。如万宝营子墓出土的两件长颈罐（图七，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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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小口壶、鼓形罐与鸡冠壶
１－５．小口壶（海洲乡 Ｍ２、海洲乡 Ｍ３、林东街北山坡遗址、马架子墓、

沈阳窝堡墓）　６、７．鼓形罐（双井沟墓 ＭＢ∶１、后旧门墓）　８、９．鸡

冠壶（呼斯淖墓、余粮堡墓）

Ｂ型：直颈，颈部的剖面呈长方形。

塔布敖包 Ｍ１所出长颈罐，直领，口微

侈，鼓腹，下腹弧收，微凹底（图七，４）。

７．大口壶　大口，卷沿，长颈，溜

肩，鼓腹，凹底。纹饰集中在腹部，主

要为篦点纹，有的在颈部施凸棱纹。

依据腹部的形态，可分二型。

Ａ型：鼓腹，凹底。依据口部形

态等变化，可分三式。

Ⅰ式：侈口，口径与腹径大致相

等。颈部以下遍饰规整的篦点纹。

如西乌珠尔墓群所出大口壶（图七，

５）。

Ⅱ式：侈口，口径腹径。颈部以

下篦点纹面积减小、制作潦草，凹底

开始变浅。如林东街北山坡遗址、海

洲乡 Ｍ２所出者大口壶（图七，６、７）。

Ⅲ式：直口，口径小于腹径，纹饰

草率，浅凹底。如甘珠尔花 Ｍ３所出

大口壶（图七，８）。

Ｂ型：扁鼓腹，平底稍内凹。如秦家沟

墓和虎吐路墓所出大口壶（图七，９、１０）。

８．小口壶　小口，卷沿，束颈，溜肩，鼓腹斜收，凹底。腹以下施较疏松的篦点纹。如海洲

乡Ｍ２、海洲乡Ｍ３、林东街北山坡遗址、马架子墓和沈阳窝堡墓所出小口壶。其形态由矮胖向

瘦长演变，口部由侈口变成盘口（图八，１－５）。

９．鼓形罐　有盖，平顶，上施暗纹。圆唇，子母口，圆腹，凹底或平底。施篦点纹，个别为素面。

从双井沟墓、马莲屯墓、后旧门墓、泥马窝堡墓出土的鼓形罐来看，内殓骨灰，属葬具（图八，６、７）。

契丹早期墓葬出土的陶器还有鸡冠壶（图八，８、９）、扁壶、碗、双耳罐、砚等，由于数量极

少，无法进行类型学分析。

三　墓葬分期与文化特征

以上对契丹早期墓葬的年代及出土主要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为探讨契丹早期墓葬的分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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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文化特征以及契丹早期丧葬习俗等提供了依据。

各类器物的型式演变代表了相对早晚关系，其演变序列如下。

大口罐Ａ型Ⅰ式－Ａ型Ⅲ式提供四组序列：乌斯吐墓→哈喇海沟墓→塔布敖包墓；荷叶

哈达墓→哈喇海沟墓→塔布敖包墓；三道壕墓→哈喇海沟墓→塔布敖包墓；沙家窑墓→哈喇

海沟墓→塔布敖包墓。

瓜棱壶Ｂ型Ⅰ式、Ｂ型Ⅱ式提供四组序列：乌日根塔拉墓→塔布敖包墓；荷叶哈达墓→塔

布敖包墓；三道壕墓→塔布敖包墓；新丰砖厂墓→塔布敖包墓。

束颈壶Ｂ型Ⅰ式、Ｂ型Ⅱ式提供两组序列：巴彦琥绍墓→呼斯淖墓；新丰砖厂墓→呼斯淖墓。

长颈壶Ｂ型Ⅰ式－Ｂ型Ⅲ式提供一组序列：沙家窑墓→乌日根塔拉墓→巴彦琥绍墓。

鼓腹罐Ｂ型Ⅰ式－Ｂ型Ⅲ式提供一组序列：乌斯吐墓→塔布敖包墓→马莲屯 Ｍ１。

长颈罐Ａ型Ⅰ式、Ａ型Ⅱ式提供一组序列：荷叶哈达墓→万宝营子墓。

大口壶Ａ型Ⅰ式、Ａ型Ⅱ式提供一组序列：海洲乡 Ｍ１→秦家沟墓。

根据Ａ型大口罐和Ｂ型鼓腹罐提供的序列，可将相关墓葬分成具有早晚关系的四组。

第一组包括乌斯吐墓、荷叶哈达墓、三道壕墓、沙家窑墓，第二组为哈喇海沟墓，第三组为塔布

敖包墓，第四组为马莲屯 Ｍ１。大横沟墓与乌斯吐墓同出 Ａ型Ⅰ式瓜棱壶，故归入第一组。

从Ｂ型瓜棱壶和Ｂ型长颈壶提供的序列综合来看，乌日根塔拉墓晚于沙家窑墓且早于塔布敖

包墓，则乌日根塔拉墓应归入第二组。从瓜棱壶Ｂ型的分式来看，新丰砖厂墓与荷叶哈达墓、

三道壕墓、乌日根塔拉墓同出Ⅰ式盘口瓜棱壶。新丰砖厂墓Ｂ型Ⅰ式瓜棱壶深凹底，重心偏

下，形制比乌日根塔拉墓原始，故新丰砖厂墓年代早于乌日根塔拉墓，应归入第一组。巴彦琥

绍墓与新丰砖厂墓同出Ｂ型Ⅰ式束颈壶，但在长颈壶Ｂ型序列中，巴彦琥绍墓晚于乌日根塔

拉墓。故巴彦琥绍墓应归入第三组。呼斯淖墓出土Ｂ型Ⅱ式束颈壶晚于巴彦琥绍墓，故应归

入第四组。乌珠日山墓、水泉沟墓、柳条沟 Ｍ１与海洲乡 Ｍ１同出Ａ型Ⅱ式束颈壶。柳条沟

Ｍ１、虎吐路墓与秦家沟墓同出Ｃ型Ⅱ式大口罐。根据Ａ型大口壶提供的序列，可以把上述几

座墓葬分成早晚两部分。依据晚期墓葬可能出土早期遗物的情况，把柳条沟 Ｍ１归到晚期部

分中。水泉沟墓与乌斯吐墓、大横沟墓同出Ａ型Ⅰ式瓜棱壶，故将早期部分归入第一组。柳

条沟 Ｍ１与呼斯淖墓同出Ａ型Ⅰ式鼓腹罐，则将晚期部分归入第四组（表一）。

　　表一 契丹早期墓葬的分组

组　别 墓　　　葬

一组 乌斯吐墓、荷叶哈达墓、三道壕墓、沙家窑墓、新丰砖厂墓、大横沟墓、乌珠日山墓、水泉沟墓、海洲乡 Ｍ１

二组 哈喇海沟墓、乌日根塔拉墓

三组 塔布敖包墓、巴彦琥绍墓

四组 马莲屯 Ｍ１、呼斯淖墓、柳条沟 Ｍ１、虎吐路墓、秦家沟墓

据表一可初步将契丹早期墓葬划分为四期。由于缺乏墓志铭等纪年材料，各期的绝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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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尚无法确定。但从上文对陶器的类型学分析中看到，契丹早期墓葬所出器物的年代均晚于

西乌珠尔墓群所出的器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曾对西乌珠尔８６Ｍ２木棺进

行碳十四测定（标本ＺＫ－２２３２）〔１〕，结合出土器物与相关墓葬所出同类器的对比，基本上可

以确定该墓地年代为唐中期。故契丹早期墓葬分期的上限不超过七至八世纪，下限至辽建国

前（十世纪初），即契丹早期墓葬四期总的年代范围大致为九至十世纪左右。

上文通过对几座契丹早期墓葬的分析，简单归纳出几项契丹早期墓葬的主要特征，作为考定其

他契丹早期墓葬的依据。下面结合契丹早期墓葬的分期，试对其文化特征作进一步分析。

墓葬种类　有土坑竖穴墓、石室墓、砖室墓等。基本以土坑竖穴墓为主，石室墓次之，砖

室墓最少。土坑墓一般无葬具，少数使用木棺或石棺。石棺四壁树立石板，顶部用大石板封

盖。石室墓一般用不规则石板或石片叠砌而成，叠涩顶。砖室墓以大横沟墓为例，单室，四壁

到一定高度起券，墓顶用石板封盖。总体来看，契丹人早期墓室的形制不甚规整，结构简单、

原始。

墓葬方向　分为西北、正北、东北、东南、西南等。内蒙古东南部和黑龙江地区发现的契

丹早期墓葬，墓向一般为西北向或正北向。辽宁西部的契丹早期墓葬主要为东南向或西南

向。

葬式　包括火葬和尸骨葬。火葬墓的骨灰一般直接放在墓坑底或装殓在陶罐、木匣中。

乌斯吐火葬墓的骨灰堆放在墓坑底部，上面覆盖几层桦树皮，与西乌珠尔９５Ｍ３墓主人尸骨

上覆盖桦树皮的做法相似〔２〕。陶骨灰罐多在器壁凿若干小孔，应是契丹原始葬俗的孑遗。

尸骨葬主要为仰身直肢葬，个别为侧身屈肢葬。塔布敖包 Ｍ２为侧身屈肢葬，头向北，面西。

这种葬式在契丹早期墓葬中比较少见，与呼伦贝尔地区的谢尔塔拉室韦墓地的葬式相似〔３〕。

随葬陶器　包含夹砂和泥质两大陶系〔４〕。罐与壶是最基本的器物组合，罐主要是大口

罐，壶则包括瓜棱壶、长颈壶、束颈壶等。大口罐最具特征，均为夹砂陶，有的掺杂云母，个别

器表上留有烟炱，是契丹人日常所用的炊器。陶壶一般为泥质陶或细泥陶，胎质细腻，制作讲

究，应是契丹人早期使用的重要容器。由此可见，在契丹早期陶器的两大陶系中，夹砂陶主要

是大口罐这一类的炊器，泥质陶则主要是陶壶以及其他形制的陶罐。这两类陶器都以凹底为

显著特征，有的在底部中央压印图案或符号。纹饰均以凸弦纹和篦点纹为主，凸弦纹施在口

部、颈部或肩部，篦点纹则施在两类器物的不同部位。陶壶通常在下腹施篦点纹。同样作为

容器的鼓腹罐、双耳罐及鼓形罐等，其篦点纹也都施在下腹部。大口罐作为炊器，下腹用以烘

烤，篦点纹主要施在上腹部。陶器功能的不同决定了它们在材质和纹饰的差异。

—４２２—

　 考古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１〕

〔２〕

〔３〕

〔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五）》，《考古》１９８８年第７期。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葬调查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等：《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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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形制有明显变化。其底部形态，Ａ型Ⅰ式大口罐属一期为深凹底，Ⅱ式属二期变为

平底或浅凹底，Ⅲ式属三期又演变成台形底。三道壕墓、荷叶哈达墓与新丰砖厂墓出土的Ｂ

型Ⅰ式瓜棱壶属一期，凹底，新丰砖厂墓所出者为深凹底，塔布敖包 Ｍ１所出Ⅱ式属三期，变

为大平底。Ｂ型鼓腹罐的Ⅰ、Ⅱ、Ⅲ式分别属于一期、三期、四期，底部形态依次由凹底变为平

底再变为台形足。器身变化也比较明显。乌日根塔拉墓出土的Ｂ型Ⅱ式长颈壶属二期，颈

粗，体肥；巴彦琥绍墓出土Ⅲ式长颈壶属三期，颈部变细，器身变得瘦高。小口壶器身的变化

显著，海洲乡墓所出者器身矮胖，到马架子墓和沈阳窝堡墓所出者，器身已变得高瘦。从纹饰

上看，Ａ型Ⅰ式大口罐的凸弦纹施于口沿外壁，Ⅱ式除口沿外，还在肩部施凸弦纹，Ⅲ式则在

口沿之外，将凸弦纹施于腹部。凸弦纹所处位置的变化恰好与器底形态的变化相一致。篦点

纹是契丹早期陶器表面上最主要的纹饰，前期的篦点纹较为密集规整，后期则显得相对稀疏

和草率。

四　契丹早期葬俗及其演变

上文探讨的契丹早期墓葬都属于土葬墓，但据文献记载，契丹最早流行的是树葬习俗。

唐宋典籍对此有简略的记载（表二）。

　　表二 史籍关于契丹树葬习俗的记载

史　　籍 史　　料

《隋书·契丹传》
其俗颇与同。……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
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

《北史·契丹传》
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
“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

《旧唐书·契丹传》
其俗死者不得作冢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子孙死，父母晨夕哭之；父母死，子
孙不哭。其余风俗与突厥同。

《新唐书·契丹传》
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子孙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则否，亦
无丧期。

　　（一）契丹树葬习俗的起源

据表二，北朝以来契丹族人死后不作墓冢，采用树葬，将死者尸体载入大山，置于树上，三

年之后收其遗骸火化。这种丧葬方式是本民族的原始葬俗，还是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而形成

的，需要依据相关文献加以考证。

《隋书·契丹传》：“其（契丹）俗颇与同。”属于东北地区的肃慎－勿吉族系。肃

慎、勿吉与均采用土葬，《晋书·肃慎氏传》载：“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作小椁，杀猪

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魏书·勿吉传》载：“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

《旧唐书·传》：“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地，无棺敛之具，杀所乘马于尸前设祭。”契丹的树

葬习俗显然与葬俗不同。新旧《唐书》均言契丹风俗有同于突厥者。《隋书·突厥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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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死者，……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突厥火葬

墓〔１〕，也印证了文献的记载。契丹人“收其骨而焚之”和突厥人“置尸马上而焚之”的葬俗确

有相似之处。契丹在突厥汗国建立后曾长期受其统治，文化习俗也受其影响，葬俗也不例外。

但火化遗骸本身似与之无关。首先，契丹火化遗骸的做法当早于突厥火葬习俗，至少在契丹

受到突厥文化习俗影响以前就已流行。其次，《旧唐书》在交待完契丹树葬习俗之后，又言“其

余风俗与突厥同”。“其余风俗”是指树葬以外的文化习俗，即契丹风俗中与突厥相同者不包

括树葬。最后，契丹人将死者尸体悬置于树上的丧葬方式与突厥葬俗明显不同。树葬习俗的

根源仍须从契丹族源民族的葬俗中探寻。

契丹族源较为复杂，鲜卑宇文部当是其一，而宇文部源自南匈奴〔２〕。关于匈奴葬俗，《史

记·匈奴列传》载：“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有棺椁，应采用尸骨葬。匈奴

内部成分复杂，不同地区的匈奴墓葬虽有一定差异，但葬制上的共性也很明显。目前已发现

匈奴墓葬数千座，已发掘近千座。这些墓葬基本上都属于尸骨葬。有些墓葬内发现炭粒或火

堆遗迹，但不是火化的骨灰，似与棺椁封闭后再用火焚烧的葬仪有关〔３〕。

关于鲜卑葬俗，《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

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

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鲜卑与乌桓同属东胡分支，《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其言语习俗与

乌桓同。”则鲜卑亦流行土葬，且有焚烧死者所乘马衣物的葬仪。如《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

氏传》载：“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后，御服器物一以焚烧，百官及中宫皆号泣而临

之。”《魏书·高允传》也说：“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至２００６年止，考古

发现的鲜卑墓葬有六十余处，已发掘墓葬五百余座〔４〕。它们在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等方面存

在一定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仰身直肢的尸骨葬。

乌桓与鲜卑虽有焚烧棺椁或死者遗物的葬仪，但均流行尸骨葬，无火化死者尸骨的习俗。

最后是宇文部的葬俗，文献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考古上也未发现族属明确的宇文部遗存。

田立坤认为：“宇文鲜卑的遗存至少应该具有匈奴和鲜卑两种文化因素”〔５〕。宇文部属于鲜

卑化的匈奴人，势必会在文化上同时表现出匈奴文化与鲜卑文化的特征。按照这一思路，许

永杰认为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墓群应属于宇文鲜卑的遗存〔６〕。乔梁认为分布在内蒙古中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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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平：《突厥考古学文化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魏书·匈奴宇文莫槐传》在宇文莫槐名字前缀上“匈奴”二字，表明宇文氏乃匈奴人，传文言宇文莫槐“出于辽东

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魏书·宇文福传》及《宇文忠之传》皆言宇文氏乃南匈奴之远属。《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亦载：
“宇文氏出自匈奴南单于之裔。”宇文部原居于阴山东部，大致三世纪前后东迁至西辽河流域，因与鲜卑杂处，遂鲜卑化。

单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１－６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田立坤：《三燕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辽海文物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北方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带的二兰虎沟、三道湾等墓葬遗存，“可以同檀石槐至柯比能阶段的鲜卑大联盟中的早期东部

鲜卑相对应”〔１〕。虽然他没有指明二兰虎沟等墓群是宇文鲜卑的遗存，但东汉晚期分布在内

蒙古中部的早期东部鲜卑正是宇文部。卓资县石家沟墓群分布在内蒙古中部，时代亦为东汉

晚期，“该墓群既有拓跋鲜卑的文化内涵，又有受到匈奴文化及汉文化影响的东部鲜卑文化的

特征”〔２〕。该墓群亦应为宇文部的文化遗存。上述墓葬遗存基本上都属于尸骨葬，但在石家

沟墓群中发现了火葬现象。

综上所述，宇文部的火葬习俗可能就是契丹树葬后火化遗骸做法的直接来源，但不排除

也受到匈奴、乌桓及鲜卑的焚烧棺椁与死者遗物习俗影响的可能性。上文考证了契丹人火化

尸骨习俗的来源，至于契丹人将死者尸体置于树上，当与其崇拜山川思想有着密切关系。

山川崇拜是古代民族的一项重要信仰。游牧或渔猎民族由于受到生业方式的影响，可能

对山川树木的崇拜更甚。契丹人有着浓郁的崇拜山岳的思想。《辽史·仪卫志二》载：“辽国

以祭山为大礼。”自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至辽代，祭山仪作为吉仪中的首仪，成为契丹人最

重要的祭祀大礼。契丹崇山思想的文化内涵深邃，内容丰富，核心是对山神的敬畏，或言契丹

人相信族人死后魂归黑山。《辽史·礼志六》：“冬至日，……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

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使辽录》：“虏中黑山，如中国之岱宗，云虏人死，魄

归此山。”武 《燕北杂记》亦云：“言契丹死，魂为黑山神管系。”〔３〕契丹人死后，魂归黑山。这

应该是契丹人在族人死后将其送往大山（树葬）的意图所在，即希望死者的灵魂通过尸体所寄

放之山而通往灵魂的最终归宿———黑山。高大的树木无疑是通往神山或天堂的最佳媒介，所

以要将死者尸体置于树上。

契丹每岁祭祀木叶山与黑山，都会举行焚烧仪式。《辽史·礼志六》载：“岁十月，五京进

纸造小衣甲、枪刀、器械万副。十五日，天子与群臣望祭木叶山，用国字书状，并焚之。……每

岁是日（冬至），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黑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契丹

这种焚烧纸造人马、衣甲的习俗，显然与乌桓、鲜卑焚烧死者生前所乘马、衣物有直接继承关

系，不同的是由焚烧实物变成纸明器。契丹人的崇山观念与仪式皆来源于乌桓与鲜卑。《后

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人在族人死后，焚烧一肥犬，“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

山”。契丹人之黑山当与乌桓之赤山同，都是族人死后灵魂的居所。契丹人树葬习俗源于对

大山的崇拜，其崇山思想又源于其祖先乌桓及鲜卑的崇山思想，故其树葬与乌桓及鲜卑的崇

山有着密切联系。但将尸体置于树上而三年后焚烧之，当源自其直系祖先宇文部的火葬习

俗，也可能与乌桓及鲜卑焚烧死者衣物的仪式有间接关系。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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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乔梁：《鲜卑遗存的认定与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

内蒙古博物馆：《卓资县石家沟墓群出土资料》，《内蒙古文物考古》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武 ：《燕北杂记》，厉鹗《辽史拾遗·庆州玄宁军上节度使》引，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北朝时期的室韦与奚也流行树葬〔１〕。契丹、奚和室韦同源，三者均曾流行的树葬当起源

于共同祖先的丧葬习俗与宗教信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献记载室韦流行树葬，却没有于

三年后焚烧遗骨的习俗，且目前认定的室韦墓葬均为尸骨葬〔２〕。契丹的树葬有三年后焚烧

遗骨的习俗，且契丹早期墓葬和辽代奚人墓葬仍保留着火葬习俗〔３〕。这说明三个民族的树

葬习俗来自鲜卑及乌桓对大山的崇拜，但契丹（包括奚）于树葬三年后焚烧遗骨当源自其直系

祖先宇文部的火葬习俗。室韦并不出自宇文部，故无火化尸骨的习俗。东胡族系的树葬分化

成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其一，室韦族将尸体悬置在树上或搭建的木棚上〔４〕，不火化遗骨；其

二，契丹与奚把尸体置于树上，三年后将遗骨火化，即将树葬与火葬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

的葬俗。

（二）契丹土葬习俗的兴起与发展

契丹人最初流行树葬，后来改用土葬。上文通过对相关墓葬出土陶器的排序与对比，将

契丹早期墓分为四期，大致年代为唐中晚期。这些墓葬只是考古发现的早期契丹墓，而不是

年代最早的契丹墓。换言之，契丹人改用土葬的时间要早于九世纪。２００１年，在西安市东郊

洪庆原发现一座唐墓。根据墓志得知墓主人为契丹王李过折〔５〕。李过折于开元二十三（７３５

年）为契丹叛军所杀，唐代宗永泰二年（７６６年）迁葬于西安灞陵原。这座墓的发现表明八世纪

中期契丹贵族已经模仿汉人营造墓室来安葬死者。

１９９３年，北京房山县医院清理了一座唐代“李府君”夫妻合葬砖室墓。有学者认为李府君

是唐开元年间奚族首领李诗〔６〕。李府君实为唐开元年间另一位奚首领李归国〔７〕。２００５年，

在西安昆明路立交桥南侧发现了唐故奚质子热? 墓。据墓志，热? 卒于开元十八年（７３０年），

同年葬于西安昆明原〔８〕。这两座墓证明唐开元年间上层奚人已经采用了砖室墓的埋葬方

式。契丹与奚异种同类，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社会发展也大致同步。因此，在奚人贵族采用

砖室墓埋葬死者的同时，契丹贵族也已采用了砖室墓的埋葬方式。这与李过折墓的发现不谋而合。

上述几座契丹与奚的墓葬都是贵族墓，且葬于汉地，可能是受到汉人墓葬制度影响而出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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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失韦传》、《周书·库莫奚传》。

目前认定的室韦墓葬主要有西乌珠尔墓群、谢尔塔拉墓地、岗嗄墓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发现的布尔霍图伊文化的
墓葬（阿谢耶夫、基里洛夫、科维切夫：《中世纪时代外贝加尔的游牧民族》，王德厚、高秀云译，《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

俄罗斯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编辑出版，１９９６年）等。

契丹早期墓葬中的乌斯吐墓、柳条沟 Ｍ１、泥马窝堡墓、后旧门墓、双井沟墓与虎吐路墓等都是火葬墓。辽代萧孝
忠墓发现了火烧人骨，应该是一座火葬墓。依据墓志，此墓可考定为奚人墓（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考
古》１９６０年第２期）。

《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第三》。

葛承雍：《对西安市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的解读》，《考古》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王策：《〈唐归义王李府君夫人清河张氏墓志〉考》，《北京文物与考古》第６辑，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周峰支持王
策的这一观点（见氏著《奚族碑刻概说》，《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社版）》２００９年第９期）。

毕德广：《唐清河张氏墓志考》，《北方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市唐故奚质子热? 墓》，《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现的特殊例子。但室韦墓葬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早期一般墓葬的出现提供了线索。《北史·

室韦传》：“室韦国，……国土下湿，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父母死，男女众哭三

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早期室韦人与契丹一样，也流行树葬，后来才改为土葬。中国境内已

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室韦墓葬为西乌珠尔墓群，大致相当于唐中期〔１〕。从西乌珠尔墓群比较

统一的墓葬形式、葬具、葬式、随葬品组合及其摆放位置等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室韦人的墓葬

制度已经成型。换言之，室韦人改用土葬应在唐中期以前，最迟不晚于唐中期。西乌珠尔墓

群包含了很多契丹文化因素，如墓中所出Ｂ型Ⅰ式大口罐、Ｃ型Ⅰ式大口罐、Ａ型Ⅰ式束颈

壶、Ｂ型Ⅰ式长颈壶、Ａ型Ⅰ式大口壶等器物的形态与纹饰带有明显的契丹文化特征，其他遗

物如马镫、铜带饰、铜节约等也与辽墓所出同类器相似。甘珠尔花墓群的文化特征与西乌珠尔墓群

接近，应亦为室韦遗存。甘珠尔花 Ｍ１为石棺墓，其形制与塔布敖包 Ｍ２、荷叶哈达石棺墓相同，墓

中所出Ａ型Ⅰ式长颈罐的形制与荷叶哈达墓所出者相近。有理由相信，唐代室韦墓葬受到契丹早期

墓葬的影响。室韦墓葬出现的时间不晚于唐中期，则契丹早期墓葬出现的时间亦早于唐中期。

由上文相关考证可知，契丹土葬习俗兴起于唐中期以前，而树葬习俗被遗弃的时间大致

就是土葬逐渐兴起之时。《隋书》、《北史》关于契丹树葬习俗的记载，表明这种葬俗是唐以前

流行的。《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的契丹传也记载了契丹的树葬习俗，传文以编年形式叙

事，其中关于树葬的记载均置于唐代以前，也可表明契丹树葬习俗流行于唐代以前。

契丹族开始使用土葬的问题，似乎与契丹早期如何处理火化树葬尸骨得到的骨灰有关。

契丹人可能最初不是将骨灰埋在地下，在受到突厥人“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习俗影响

后，才开始埋葬骨灰。这一转变是在契丹受到突厥汗国统治之后出现的，时间大致在隋至唐

初。契丹人开始埋葬先人的骨灰，出现了土坑竖穴墓和砖室或石室墓，同时传统的树葬习俗

被逐渐遗弃。契丹早期墓葬中的火葬墓，应该是契丹人最初埋葬骨灰葬俗的孑遗。双井沟墓

地、海洲乡 Ｍ３附近所出盛放骨灰的鼓形罐、卷唇罐，均在器表钻若干个孔，或为供灵魂出入

之用。这是契丹人最初将尸体悬置山树之上，希望死者灵魂归往黑山的变通和延续。

综上可知，契丹早期葬俗经历了由树葬向土葬的转变。在其葬俗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至

少受到四个方面的影响：一，契丹树葬习俗当与崇拜山岳思想有关，这一信仰源自乌桓及鲜卑

的崇山思想。二，契丹人将死者树葬三年后，收拾遗骸火化，与其直系祖先宇文部的火葬习俗

有直接关系，也可能受到乌桓及鲜卑焚烧死者衣物的葬仪的影响。三，埋葬火化遗骸形成的骨

灰，可能受到突厥人“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习俗的影响。四，由骨灰葬转变成尸骨葬，则应

受到汉族人葬俗的影响。辽建国后，契丹人几乎完全遗弃了火葬，采用尸骨葬的埋葬方式。

　　附记：本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东北地区两蕃的考古发现与研究”（１５ＣＫＧ０１２）的资

助。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的热忱指导，在此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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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魏坚：《蒙古早期遗存的考古学观察》，《北方民族考古》第１辑，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ＫＨＩＴＡＮ　ＢＵＲＩＡＬＳ

ｂｙ

Ｂｉ　Ｄｅｇｕａｎｇ　Ｗｅｉ　Ｊｉａｎ

Ｋｈｉｔａ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ｉｔ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ｄ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ｓｔ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１９００ｓ．Ｇｒｅａ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ｇ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ｈｉｔ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ｆｏ－
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ｗ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ｈｉｔ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ａｏ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ｂｕｔ　ｔｈａ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ｈｉｔ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ａｏ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Ｔｏ　ｄａｔｅ，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ｉｓ－
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ｈｉｔ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ｉ－
ａｏ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ｒｅ　ｂｕ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ｍ．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ｔｈｅ　Ｋｈｉｔａｎ　ｂｕｒ－
ｉａｌ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ａｏ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ｒｅ　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Ｋｈｉｔａｎ　ｂｕｒｉａｌｓ．”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Ｋｈｉｔａｎ　ｂｕ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ｕ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Ｈｕｌｕｎ　Ｂｕｉｒ，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Ｄａｑｉｎｇ，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ｗａ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Ｋｈｉｔａｎ　ｓｔｙｌｅ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Ｋｈｉｔａｎ　ｂｕｒｉａｌ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ｅａｒｔｈｅｎ　ｓｈａｆｔ　ｐｉｔ　ｔｏｍｂｓ，ｓｔｏｎｅ　ｃｉｓｔ　ｔｏｍｂｓ，ｂｒｉｃｋ－ｃｈａｍｂｅｒ
ｔｏｍｂｓ，ｓｔｏｎｅ－ｃｈａｍｂｅｒ　ｔｏｍｂｓ，ｅｔｃ．，ｔｈｅ　ｂｕ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ｈｕ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ｅｍ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ｖｅ　ｇｏ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ｗａｒｅｓ，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ｏｎｚｅ　ｗａｒｅｓ，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ｂｏｎ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ｃ．，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ｗａ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ｔｈｅ　ｄｅｃｏｒ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ｍｂ－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ｄｏ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ｗａｓ　ｊａｒ　ａｎｄ　ｐｏｔ．Ｔｈｉｓ　ｐａ－
ｐｅｒ　ｍａｄ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ｗａｒｅｓ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ｅ　ｅａｒｌｙ　Ｋｈｉｔａｎ　ｂｕｒｉ－
ａｌ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ｓｅ　ｂｕ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ｐｈａｓｅ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ｈａ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Ｋｈｉｔａｎ　ｂｕ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责任编辑：黄益飞

—０３２—

　 考古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